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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域下的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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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戏仿是对前文本变调式的仿作，使两个相互冲突的声音同时在场，形成反讽。根据皮尔斯符号三元理

论，戏仿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戏仿符号的形式、符号的对象和符号的解释项，其中戏仿符号的形式主要有戏仿语言

风格、经典人物形象、经典情节模式、体裁等。戏仿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作为叙事修辞，借助对前文本的有变化的重

复来更好地表达作者意图，促进读者接受，而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滑稽、元小说功能。从雅各布逊的符指过程六因

素来看，戏仿在后现代文化中已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特征。戏仿能巧妙地规避或抵抗意

识形态，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意模式。但过度戏仿却具有消极性，会带来主体精神的塌陷，对社会文明的进步是

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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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仿（Ｐａｒｏｄｙ）源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章中
的“ｐａｒｏｄｉａ”，即相对之歌，用来描述对史诗作品滑
稽地模仿和改写。词根“ｏｄｅｓ”是吟唱之意，前缀
“ｐａｒａ”的意思为“在旁边”“就近”“与……一道”，其
内涵具有含混性，如勒列夫尔所说，“一种可以表达
相近、一致、派生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违反、反动或
区别”，而且“在合成词里有时可以找到这两种意义
的结合”［１］４７。古希腊的戏仿作品就保留了它的这
种含混性特点，但文艺复兴之后，其意义就逐渐走向
单维度化，即要么是“副歌”，要么是“反歌”。到了

１６世纪，戏仿被降为戏谑的一类，与嘲笑、讽刺、荒
谬相联系，其否定性、破坏性特征得到强化，由此被
归类为低级的文学形式。２０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
者们赋予戏仿以新的内涵，什克洛夫斯基将它与“陌
生化”理论相联系，认为它通过暴露陈旧艺术形式来
达到陌生化效果，开了戏仿具有元小说性理论的先
河，并大大提高了戏仿的艺术地位。此后，戏仿在现
代及后现代文艺家手里，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叙述
修辞，成为文学艺术、大众文化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

象，其功能也趋向多元化、复杂化。
一、戏仿的类型
戏仿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方式和文本叙述

技巧，它是对前文本变调式的仿作，两个相互冲突的
声音同时在场，形成反讽。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中
从创作角度提出了五种类型的“跨文本”关系，其中
的超文本性指Ｂ文本在Ａ文本基础上派生而成，但
并不复现Ａ文本，派生的主要形式是仿作、戏拟、滑
稽反串［２］。巴赫金提出的“仿格体”和“讽拟体”相当
于热奈特的“仿作”和“戏拟”。他认为两者不同：“这
里（即讽拟体）作者和在仿格体中一样，是借他人语
言说话；与仿格体不同的是，作者要赋予这个他人语
言一种意向，并且同那人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隐
匿在他人语言中的第二个声音，在里面同原来的主
人相抵牾，发生了冲突，并且迫使他人语言服务于完
全相反的目的。语言成了两种声音争斗的舞台……
在讽拟体里，不同的声音不仅各自独立，相互间保持
着距离；它们更是互相敌视，互相对立的。”［３］巴赫金
的论述中特别强调了讽拟体文本中两种声音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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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唯有这种戏仿，才具有反讽之意。
本文所研究的戏仿包括热奈特所说的“戏拟、滑

稽反串”，也即巴赫金所说的“讽拟体”。戏仿是对先
文本有差异性的重复。哈琴认为戏仿是“有变化的
重复。在被模仿文本与新文本之间包含着重要的差
异性，这种差异通常通过讽刺来传递”［４］。赵毅衡认
为重复是意义世界得以建立的基石，并从符号学角
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符号学思想是对皮尔斯符号
学的继承和发展［５］。他认为重复的可以是同相符
素，也可以是异相符素，正相重复的意义累积效果是
象征化，异相重复的意义累积效果则是反讽和悖
论［６］。戏仿是反讽表意的一种形式，属于异相符素
的重复。根据皮尔斯的符号三元理论，戏仿可以有
三种类型，即戏仿符号的形式、符号的对象和符号的
解释项。这三种类型之间并不是绝对分开的，因为
符号三因素本身就是紧密联系的，只是说以哪一个
为意义的嫁接点。

（一）戏仿符号的形式
对于一个叙述文本来说，符号形式的内涵很丰

富，小至词语、修辞格、人名、地名，大至体裁、情节模
式等都可纳入。这些符号形式从诞生起，就具有特
定的文化内涵，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经过无数人的
阅读、传播，其内涵逐渐稳定化，对它们进行戏仿，就
是与之所在的前文本进行对话，也就不可避免地与
这些前文本产生时的意识形态、文化语境进行对话。
读者在阅读期待严重受挫的同时遭遇思想、情感的
逆转以及陌生化的审美享受。最常见的有以下几
种：第一，戏仿语言风格。这是最常见的戏仿形式。
它常常通过模拟权威话语、主流话语的词汇、语气语
调、句式结构、修辞方式等来叙述世俗生活、日常琐
事，以达到调侃、讽刺话语背后的思想观念、意识形
态等，比如“王朔体”。王朔擅长用政治术语、“文革”
语言、伟人语录、样板戏语言、军事语言来叙述日常
生活琐事。《给我顶住》中用军事术语描述谈恋爱，
《玩的就是心跳》中用入党话语叙述搓麻将，通过语
言的强烈不协调来反映那个荒唐的时代，消解神圣
和崇高。第二，戏仿经典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是叙
述文学极为重要的因素，也因此而首先成为戏仿的
目标。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一现象在上世纪９０
年代的先锋小说中显得尤为突出。李冯创作了一组
戏仿经典人物形象的作品，比如《十六世纪的卖油
郎》戏仿《卖油郎独占花魁》，《牛郎》戏仿“牛郎织女”
故事，《祝》戏仿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故事，《另一种声
音》戏仿神话英雄孙悟空，《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

片断》戏仿传奇英雄武松。这些人物形象在读者心
中已成为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对他们的戏仿，解构的
是其所表征的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
第三，戏仿经典情节模式。人类讲故事的历史与人
类本身一样古老，在长期的讲述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一些具有经典意义的情节模式。它是人们对社会、
人生的感受与认知的产物，凝聚着特定的文化内涵、
伦理价值，也因此常常成为戏仿的对象。余华的《鲜
血梅花》戏仿武侠小说，但在主人公阮海阔身上，传
统的“武”与“侠”二字都无从着落。余华《古典爱情》
戏仿《牡丹亭》之类的才子佳人小说。柳生出身贫
寒，既无才情也无傲气，对小姐惠的爱情也庸俗不
堪。再如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如其自己所言，
全是有意识的戏仿：《追月楼》戏仿家族小说，《状元
境》戏仿鸳鸯蝴蝶派小说，《十里铺》戏仿革命加恋爱
小说，《半边营》戏仿张爱玲式小说［７］。第四，戏仿体
裁。每一种体裁都有一套相对稳定的艺术手段、风
格特征以及特定的题材属性、文化内涵。中国最早
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从第五章到第二十五章
都用来论述骚、诗、乐府、赋、颂赞等各种体裁的特
征。戏仿体裁，就是利用体裁与内容的不协调达到
反讽。比如２００９年网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恋爱
法》，用法律条文来规定求爱、转让、接受求爱、失恋
等。爱情这个甜蜜浪漫、复杂纠葛、是非难分的事物
用刻板冷漠、条分缕析、黑白分明的法律条文形式来
叙述，严重不协调，带来滑稽效果。再如网传的《史
记·犀利哥传》《史记·芙蓉姐姐传》等，均属此类。
戏仿体裁还有一种类型，即运用该体裁的同时

又解构该体裁，比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用骑士
小说体裁把骑士制度、骑士精神漫画化，摧毁骑士小
说的地盘。这种现象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前后的中国
文学创作中非常普遍，叙述者一边讲故事，一边又把
故事背后的形成机制暴露给读者，揭露它的虚构性，
打破读者的真实幻觉。比如马原的《虚构》《拉萨生
活的三种时间》、洪峰《极地之侧》、王安忆《纪实与虚
构》等，这类戏仿具有“元叙述”性质。除了元小说，
还有元电影、元游戏、元历史、元新闻、元广告等。元
叙述的哲学内涵即是反讽，这从德国浪漫派思想中
可以见出。他们认为反讽是世界存在、人类生活的
本质特征，是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思维方
式。弗·施勒格尔认为反讽的本质是“自我创造和
自我毁灭的经常交替”，浪漫诗是这一思想在艺术创
作中的体现。浪漫诗又叫“超验诗”，“超验哲学是批
判性的，在描述作品的同时也描述创作者，在超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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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体系中同时也包含对超验思维本身的刻

画”［８］８２。超验诗的特点就是在描述作品的同时也
描述创作者，将创造作品背后的思维过程也同时呈
现在作品中，其目的是摧毁被创造对象的独立性、神
秘性，同时也使创造者摆脱被创造物的束缚，获得精
神自由。
纵观人类文化史，任何一种体裁最终都会走向

自反。体裁是一种表意方式，而表意方式存在着“四
体演进”的规律，即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如赵毅衡
所言：“任何一种表意方式，不可避免走向自身否定。
形式演化就是文化史，随着程式的成熟，必然走向自
我怀疑，自我解构。”［９］从这个角度看，戏仿是推动文
学艺术进化的一种有效策略。

（二）戏仿符号的对象
戏仿符号的对象，也即戏仿符号所指涉的特定

事件、场景，这些事件、场景可以是历史上真实的，也
可以是纯粹虚构的。
在历史书和很多传统小说中，地主和农民常常

被描述成两个对立的阶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剥削／
被剥削、落后／先进、为富不仁／淳朴善良等，耳熟能
详的如《半夜鸡叫》《白毛女》《暴风骤雨》《太阳照在
桑干河上》等，它们所指涉的事件成为很多小说家们
戏仿的对象。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讲述了寡妇王
葡萄在土改时期藏匿地主公爹孙怀清的故事。孙怀
清因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而被判死刑，执行时侥幸未
死，被王葡萄藏匿于红薯窖中二十多年，等到改革开
放后才出来，此时的他已须发皆白，犹然一个白毛地
主。这无疑会唤起读者对前文本《白毛女》的联想。
苏童的《罂粟之家》把阶级冲突和土改运动的场景编
织进欲望图景中。陈茂当上了农会主席，但是他始
终没弄清楚土地革命的实质，也根本谈不上革命自
主性。他与地主刘老侠之间也谈不上阶级压迫，相
反，他与刘老侠的老婆翠花花的通奸反而具有颠覆
阶级关系的意味。三千枫杨树人参加地主刘老侠斗
争会的场景无疑会唤起读者对《李家庄的变迁》中的
李汝珍斗争会、《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斗争会、《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斗争会的联想。这些
戏仿颠覆了读者惯常的阅读经验、认知图式和审美
心理，具有强烈的反讽意义。

（三）戏仿符号的解释项
解释项是皮尔斯符号三元理论中最具有价值的

概念，是他对索绪尔符号学思想的重大拓展。“符号
是一个再现体，它的某个解释项是心灵的一个认
知”［１０］。一个符号的对象在文化中是相对固定的，

而解释项则是由具体语境中的接收者的解释努力而

产生的。戏仿符号的解释项，就是戏仿符号文本的
主题、价值判断、情感倾向等。它与前两种不同。戏
仿符号的形式，其前文本常常是具体的某个或某类
文本；戏仿符号的对象，其前文本也还是比较明晰
的，前后文本之间通过共同指涉的特定事件、场景形
成关联；戏仿符号的解释项，前后文本之间在表层形
式上没有相似元素，需要进入到深层的主题、价值
观，所以其前文本不甚明晰，对读者的阅读经验和阐
释能力有较高要求。
格非的《青黄》讲述“我”追寻“青黄”一词的含

义，最后发现它有多种解释。意义的不确定性、无从
寻找即是作品的主题。他的《迷舟》更像一座叙事迷
宫，设置了很多文本“空白”。因为作者本就无意于
讲一个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故事，而只是传达历史
真相、事件意义的不可把握性的思想。这类小说可
视为对传统小说主题清晰、情节连贯、追求逻各斯中
心主义的创作倾向的戏仿。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虚
无性、偶然性、宿命论、循环论等主题的书写明显是
对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决定论、历时进
步论主题的戏仿。新写实小说通过还原生活的庸常
性、琐碎性对传统现实主义主义小说通过现象寻求
本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主题追求、审美倾向
进行戏仿。由此可见，戏仿符号解释项所带来的反
思与批判不是对某个或某类文本，而是某个文化思
潮，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越前两种戏仿类型。
二、作为叙事修辞的戏仿
戏仿最早是古希腊人用来描述对史诗作品的滑

稽模仿，滑稽也因此成为戏仿的突出特征。罗斯在
《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一书中用滑稽性和元小
说性作为戏仿发展史的分段标准。古希腊的戏仿作
品两者兼具，比如阿里斯托芬戏仿悲剧以达到滑稽
的“元小说”和讽刺目的；文艺复兴之后，现代主义的
作家或理论家认为戏仿的元小说性和滑稽性只居其

一，而且批评了戏仿的滑稽性，认为它具有否定性、
破坏性，比如艾迪生认为《堂吉诃德》、吕西安的阿里
斯托芬式的作品都是戏谑的一种，菲泽利耶和迪斯
雷利认为戏仿是对虚假的批评，尼采认为戏仿缺乏
原创性，马丁认为戏仿是寄生，伊瑟尔认为戏仿是一
种否定等。晚期现代（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基本延续
了这一观点，比如桑塔格、福柯、哈桑、德里达、哈琴
等。后现代（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的戏仿观又接近古
代，即认为戏仿是一种兼具元小说性与滑稽性的积
极正面的技巧，如布雷德伯里、洛奇、詹克斯、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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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１］２８５－２８６。
戏仿并不必然带来滑稽的审美效果，惟有当它

对前文本的主题或风格进行升格或降格时才会有，
也即邓普所说的：“一类描述平凡琐碎的事物，借不
同的表现风格使其升格；一类描述庄重的事物，以相
反的表现风格使其降格。”［１１］元小说是叙述者有意
“犯框”的一种行为。元小说的技巧有很多，戏仿只
是一种。这类小说可以具有滑稽性，也可以不具有
滑稽性，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文化并存，综观众多戏仿作品可以发现，它们并没有
滑稽效果，也不是为了否定、批判前文本，跟元小说
更是无甚关联，而只是将戏仿作为一种叙事修辞，借
助前文本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意图，促进读者的接受。
因为戏仿是一种有差异的重复，仿文本与前文本之
间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对立性，而寓于相似性
中的差异性、对立性更容易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和
深刻的思考。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是建立在熟悉化、
程式化的认知背景之上。
作为叙事修辞的戏仿作品，并非都像波德里亚、

詹明信和伊格尔顿等所说的是格调轻浮低下、盲目
空洞、没有深度的劣作。哈琴高度肯定了戏仿，“通
过看似内向型的互文性，使用戏仿的反讽式颠覆手
法，又增加了另一个维度———艺术与话语‘世界’—
并且通过这一‘世界’与社会和政治的批评关
系”［１２］１９０。一般文本，只有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对话。

戏仿文本，至少增加了两个对话维度：仿文本与前文
本的对话；仿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与前文本的社会
历史语境的对话。戏仿文本的双重编码，使两种声
音同时在场，互相冲突，从而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
这是戏仿作为叙事修辞的重要功能。戏仿者躲在他
人的话语面具之下言说，在合法的话语体系内展开
批判，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安全性，所以它是边缘群
体、弱势群体“发声”的一种常用方式。
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比较成功的，同时也是

非常典型的戏仿小说是明末董说所著的《西游补》，
作者借助《西游记》的故事框架以及孙悟空、唐僧等
人物作为面具，对明末社会的黑暗面进行了深刻揭
露与辛辣讽刺。傅世怡赞曰：“（董说）复体察斯时奸
臣误国，忠良罢黜，而托诸行者，化作阎罗，审秦桧于
幽冥，以泄千古不平之气耳。”［１３］“托诸行者，化作阎
罗”，正是戏仿作为叙事修辞的妙用所在。现代文学
史上的精彩戏仿之作莫过于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故
事新编》了。鲁迅在序言中所说的“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已表明了那些作为前文本的神话、传说、
历史事件都只是用来达到修辞之目的，而绝对无意
于否定、解构前文本，只是通过与前文本的对话来创
造新的话语世界，进而达到批判并建构现实人生的
目的。戏仿的爆发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
中，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产物。作家们借助
戏仿来反传统、反理性、反崇高、反英雄，传达思想解
放的呼声。它是批判性、解构性的，但同时也是建设
性、创造性的。主体的价值立场和精神追求是作品
的灵魂。到了新世纪，随着电子传媒的发展和消费
时代的到来，精英文化受挫，大众文化崛起，戏仿走
向游戏化、娱乐化。
三、后现代戏仿：符指六因素的变异
在后现代文化为主导的当代社会中，戏仿与“恶

搞”常常联系在一起。有一些学者从思想性、艺术性
角度来区分戏仿与恶搞，认为前者属于精英文化、有
价值立场，后者属于大众文化、无价值立场。这种区
分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但若细究起来，两者
之间很难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所以本文仍用“戏
仿”这个概念，虽然很多时候它主要指恶搞性的戏
仿。
戏仿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方式，从雅各布

逊著名的符指过程六因素———发送者、对象、文本、
媒介、符码、接收者来看，在后现代文化中已发生了
重要变化，呈现出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特征。
后现代戏仿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已经完全大众化

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成为意义实现的关键，这与当代
社会电子媒介的繁荣密切相关。具有虚拟性、隐蔽
性、交互性的网络为人们的情绪宣泄、思想表达、个
性彰显、欲望满足提供了一个平台。詹明信认为现
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之间是断裂的，不存在
相同和相连续的一面。现代主义时期，有精英文化
和大众文化之分，但后现代时期只有大众文化。大
众文化的意义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传播过程
中。所以，很多恶搞文本，其本身并不追求意义的自
足，而只是做意义和快乐的煽动者。它的目的是唤
起接收者的反应，不管是点赞还是拍砖、嘘声、狂踩。
一个戏仿的艺术文本，接收者没有反应，并不影响其
独立存在的价值；一个恶搞文本，接收者没有反应，
它的文本价值、发出者的意图都会落空，这就是大众
文化的特点。“大众文化始终处在运动过程中；其意
义在一个文本中永远都不能确定，因为文本只有在
社会关系中和互文关系中才能被激活，才有意义。
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其意义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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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被激活。而文本只有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而
被阅读时才能产生社会关系”［１４］３。
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模式化，这在

恶搞性戏仿中表现也非常突出。《大话西游》后出现
一系列的“大话”之作，如《大话红楼》《大话水浒》《大
话三国》等，并且版本众多；“犀利哥”事件之后，出现
了“雪碧哥”“力量哥”“装穷哥”“妖娆哥”“串场哥”
“深邃哥”“瞌睡哥”“飙血哥”“不屑弟”“茫然弟”等。
这种集群化的有意模仿所带来的搞笑、娱乐效果，体
现了詹明信所说的后现代文化中主体性消亡后情感

的非个人化、欣狂化特征，“今天的一切情感都是‘非
个人’的，是飘忽忽无所主的。或者我们应该可以更
准确地说，今天的情感不仅是极度强烈的，它简直就
是一种‘强度’，是一种异常猛烈的欣狂之感”［１５］４４９。
后现代戏仿的对象不仅延续了现代主义时期的

经典文本、权威话语，还新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即当下流行的热点人物、事件。前者常常发生在
精英文化群体中，而后者则备受大众宠爱。由于这
类文本很多都是追逐热点、吸引眼球的快餐之作，艺
术性较低，随着事件时效性的消失，也就迅速退出人
们的视野。在这个电子媒介异常繁荣的时代，信息
爆炸的结果是信息有效利用率的暴跌，现在迅速成
为过去，就像詹明信所说的：“媒体的资讯功能可能
是帮助我们遗忘，是我们历史遗忘症的中介和机
制。”［１５］４１７

后现代戏仿文本符码具有无深度性。恶搞性戏
仿主要是戏仿符号形式，即保留形式特征，改变文本
内容，所以解码成了一件简单的事，如詹明信所说：
“我们今天常提到的‘互文性’已经不必透过深度或
深层架构的其他手段来发挥作用了。”［１５］４４５费斯克
也认为大众文化的特征是“过度性和浅白性”［１６］１４０。
这也是大众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接收者参与戏仿

狂欢的前提。
后现代戏仿的文本表现出两个特征：第一，从

重诗性到重指称性。雅各布逊认为在符指六因素
中，每一个因素都会形成一种特殊功能，但“某种信
息使用何种语言结构，首先要看占支配地位的功能
是什么”［１６］１７５。也就是说，六因素在符号表意过程
中是不平衡的，成为主导的因素会主导意义解释。
当文本成为主导因素时，就出现了“诗性”。赵毅衡
认为：“诗性，即符号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文
本本身，文本本身的品质成为主导。”［８］３０４艺术符号
指称对象尽量少，常常跳过对象直接导致解释项。
现代戏仿文本，如莫言、刘震云、余华、叶兆言的小

说，追求的是作为小说的独立艺术价值，侧重的是文
本，追求的是诗性；而后现代的恶搞性戏仿，侧重的
是对象，追求的是指称性———指称对象、标出对象。
“犀利哥”“雪碧哥”“力量哥”“装穷哥”的戏仿目的，
是要将大众的目光引向人物，制造笑声；“唐僧给孙
悟空的信”系列的戏仿目的是要借助经典符号的力
量将人们的目光引向社会种种黑暗现象。所以这种
表意形式，其重点在聚合轴，而非组合轴，创作者必
须利用种种形式引发接收者对日常生活相关事物的

联想。大众文化的生产目的就是“生产与日常生活
相关的意义。相关性是大众文化的核心，因为它使
文本和生活、美学的和日常的———这对于一种以过
程和实践为基础的文化（比如大众文化）远比对以文
本或表现为基础的文化（比如资产阶级高雅文化）更
为重要”［１６］７。第二，“生产者式文本”。费斯克在巴
特的“可写的文本”（又译为“作者式文本”）和“可读
的文本”（又译为“读者式文本”）的基础上提出“生产
者式文本”概念，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其
特质是：一方面它像“可读的文本”那样容易理解，轻
松阅读，不会用和其他文本或日常生活的惊人差异
来困扰读者；另一方面它又像“可写式文本”那样具
有开放性，它不将文本本身的建构法则强加于读者
身上，让读者只能依照该文本才能进行解读，而是为
读者生产意义提供多种可能［１７］。
双关语是“生产者式文本”语言的一个重要特

点。双关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还是一种叙事修辞，
体现在文本结构上，戏仿就是最典型的一种。“双关
语的泛滥为戏拟、颠覆或逆转提供了机会；它直白、
表面，拒绝生产有深度的精心制作的文本，这种文本
会减少其观众及其社会意义；它无趣、庸俗，因为趣
味就是社会控制，是作为一种天生更优雅的鉴赏力
而掩饰起来的阶级利益；它充满了矛盾，因为矛盾需
要读者的生产力以从中作出他或她自己的理解。它
经常集中于身体及其知觉而不是头脑及其意识，因
为身体的快乐提供了狂欢式的、规避性的、解放性的
实践———它们形成了一片大众地带，在这里霸权的
影响最弱，这也许是一片霸权触及 不 到 的 区
域”［１４］４。费斯克所概括的双关语的特点———直白
表面、无趣庸俗、充满矛盾、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用
来描述后现代文化中的恶搞性戏仿是非常恰当的。
从戏仿的符指六因素的变化可以看出，它在当

代社会中具有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特点。哈桑列出
的后现代的十一个因素中，第八个为“狂欢性”，他认
为它包含了此前的七个现象，“巴赫金所谓的小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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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反体系———可以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名
词，或者至少可以涵盖它那种蕴含更新的嬉戏因素
和颠覆因素”［１８］。叶·莫·梅列金斯基将狂欢式的
逻辑特点总结为“反常态”，“狂欢式的逻辑———这是
反常态的逻辑，‘转变’的逻辑、上与下及前与后倒置
等等的逻辑、戏谑化的逻辑、戏耍式的加冕和脱冕的
逻辑……”［１９］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戏仿的滑
稽模仿、亵渎神圣、戏谑化的话语模式天然地与狂欢
之间有紧密联系，而后现代社会语境为它们的结合
提供了丰饶的土壤。
戏仿如今正在成为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重要表

意范式，它能巧妙地规避或抵抗意识形态，哈琴曾
说：“戏仿隐含的矛盾和意识形态（鉴于其‘得到授权
的违规行为’，可以被视为既有保守性又有革命性”）
使其成了后现代主义恰如其分的评论方式。”［１２］１７３

大众文化是在斯图尔特·霍尔所称的权力集团和民
众之间的对立状态中建构的。它由社会中居于从属
地位的人群所创造，冲突性是其本质特征。因为文
化总是涉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权力再分配，具有内在
的政治性。大众无法拥有表达、传播思想的物质资
源，比如影视、网络设备，但是他们可以利用权力集
团提供的这些资源来创造自己的文化，“在权力和抵
制、守纪和无纪律、秩序和混乱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

中，大众文化必须适应它们［１４］４。边缘群体、弱势群
体可以通过戏仿表达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抵抗主
流话语霸权，批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减少正面
交锋的激烈性和危险性，具有润滑剂、保护色的功
能。但是毋庸讳言，过度戏仿（比如玩能指的游戏，
随意的拼贴）却具有很大的消极性，其重要标志是缺
乏价值立场和道德伦理追求，丧失了理性批判的力
量，恶搞一切，娱乐一切，只解构不建构。这是没有
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它所带来的自由、平等、快乐都
是虚假的，对社会文明的进步是有害的，就像波兹曼
在所说的：“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
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
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２０］

由上述可知，后现代戏仿，从雅各布逊的符指六
因素来看，已经发生了变异，具有了狂欢性特点。但
巴赫金对于狂欢节戏仿的界定是双重性的，“狂欢节
式的戏仿，远非近代那种纯否定性的和形式的戏仿：
狂欢节式的戏仿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

新”［２１］。以此观恶搞性戏仿，它在走向能指游戏的
同时走向单纯地否定、解构，所以需要增加批判、建
构的功能，强化反讽的锋芒，在生产快乐的同时生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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